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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 5 月, 利用渔业底拖网, 对我国黄海以及东海北部海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大型水母

调查, 分析了大型水母的种类组成、伞径大小和生物量以及与温度、盐度的关系。结果表明, 本次调

查主要捕获到沙海蛰、霞水母、洋须水母、多管水母四种大型水母, 沙海蛰生物量最高, 多管水母分

布范围最广、数量最大。沙海蛰集中分布在调查海域南部, 各海域伞径差异显著, 在黄东海交界海域

采集到幼水母体(<10cm), 生物量高值区出现在东海北部离岸海域, 可达 6422.16kg/km2; 白色霞水

母集中分布在东海北部, 在近岸海域采集到幼水母体(6—7cm), 生物量高值区位于离岸海域, 可达

7417.49kg/km2; 洋须水母集中分布在黄海水深较深海域, 北部海域个体较大, 在黄海中部、南部交界

处采集到幼水母体(<10cm), 生物量较低, 高值区出现在黄海中部与南部, 可达 449.94kg/km2; 多管

水母分布范围较广, 东海北部海域个体伞径较大, 在山东半岛东部发现幼水母体(<5cm), 生物量高

值区出现在黄海中部近岸海域, 可达 4901.42kg/km2。对比文献资料, 发现整个调查海域, 大型水母

总体生物量比 2015年同期有所增加。本文为研究该海域大型水母的年际变化规律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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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来, 由于全球变化和人类

活动的影响 , 黄东海大型水母的数量出现明显的波

动, 在个别年份出现暴发的现象, 对我国近海生态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 对我国的海洋生态

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Dong et al, 2010; 孙松 , 

2012)。水母作为一种胶质类浮游动物, 是鱼类卵、幼

鱼等的主要消费者 , 也是鱼类饵料生物的主要捕食

者。因此, 水母是海洋食物链的重要一环, 维持着海

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Robison et al, 2005; 张芳等 , 

2009)。大型水母暴发会导致中上层小型鱼类减少, 破

坏生态系统中上层的能量平衡 , 造成渔业资源捕捞

量的下降; 也会导致网具爆破、网眼堵塞等现象发生, 

影响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程家骅等, 2004; Pauly et al, 

2009)。大型水母暴发不但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 同时会造成核电站进水口的堵塞, 威胁人类生

命安全 , 影响滨海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张芳等 , 

2017)。 

在我国近海海域 , 暴发的大型水母种类主要是

沙海蛰、霞水母、海月水母等(Dong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2; 董婧等, 2013)。笔者所在课题组对黄东海

大型水母的种群特征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长期监测, 

通过大量的室内模拟实验和大规模海上现场调查 , 

对不同年份不同阶段大型水母的基础生物学信息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 在大型水母的生活史、分布以及生

殖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张芳, 2008; 王

彦涛等, 2012; 孙松, 2012; Zhang et al, 2012; Su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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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国内学者研究发现, 东海北部夏季和秋季大型

水母的暴发往往伴随着经济鱼类资源量的下降以及

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的改变(单秀娟等, 2011; 李建生等, 

2015)。左涛等(2016)对黄海及东海北部进行调查时指

出, 2015 年 5 月份大型水母的生物量与渔业生物生物

量大致相等。对大型水母年际变化和暴发机制研究离

不开资料的长期积累, 因此积累每年的大型水母生物

量等信息必不可少。另外, 每年的 5 月是大型水母种

群补充的重要时期, 因此调查此时的大型水母的种群

特征信息对分析其野外种群发生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于 2019 年 5 月对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大

型水母生物学信息进行大面调查 , 获取了大型水母

种类组成、伞径及生物量密度等信息; 并与历史调查

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 , 构建黄海及东海北部大型水

母的 5月份的分布格局, 弥补历史资料的不足。本研

究可为进一步积累大型水母的种群动态的基础信息、

研究大型水母的年际变化机制 , 以及开展我国近海

海域大型水母的预测预报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海域及站位设置 

2019年 5月 10日—6月 11日, 利用中国水产科

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北斗”号渔业资源调查船底拖

网, 对整个黄海以及东海北部海域大型水母丰度、生 

 

图 1  调查站位分布及分区 
Fig.1  Sampling stations and divisions of the survey area 

 

物量、出现情况、伞径等种群特征进行调查。调查包

括 19个平行断面, 103个站位, 站位按 0.5°×0.5°设定。

调查站位见图 1。为对比黄海及东海北部不同海域水

母种群特征的差异 , 将整个调查海域划分为黄海北

部、黄海中部、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 

1.2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水母样品采用底拖网的方式进行采集 , 拖网速

度控制在 3kn 左右, 每个站位的拖网时间为 0.3— 

1h。出现水母生物量过大, 超出船的拖曳能力, 或极

端天气时, 适当缩短拖曳的时间。拖网结束, 现场记

录水母的种类、数量 , 并对水母的伞径进行随机测

量, 大型水母的丰度(ind./km2)、生物量(kg/km2)根据

Zhang等(2012)报道由现场测量的伞径计算得出。同

步的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由 Seabird-25PLUS 型

CTD测定。 

1.3  数据统计 

本研究数据统计、处理所用软件为 Surfer 13、

SPSS Statistics 22。非参数 Kruskal-Wallis检验用来

对比不同海域(东海北部、黄海南部、中部及北部)

大型水母伞径大小是否有差异; Spearman 相关性分

析用来检验大型水母的伞径、生物量与温度、盐度

的关系。 

2  结果 

2.1  温盐分布特征 

调查期间 , 整个调查海区的表层温度的分布范

围为 10.57—22.04°C, 底层温度的分布范围为 5.21— 

20.95°C; 表层盐度的分布范围为 27.09—33.44, 底层

盐度的分布范围为 30.63—34.33(表 1)。其中在黄海中

部、南部交界处及黄海北部海域出现两个底层温度的

低值。在黄海南部及东海北部海域出现盐度的低值区, 

显著小于盐度均值。 

表 1  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的温度、盐度 
Tab.1  Temperature (°C) and salinity in the Yellow Sea (YS)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ECS) 

温度(°C) 盐度 
海域 

表层 底层 表层 底层 

黄海北部 10.57—14.23 5.21—8.90 30.96—32.41 32.13—32.50

黄海中部 13.27—19.11 7.10—13.48 31.43—32.95 31.92—33.28

黄海南部 15.18—20.70 9.51—18.13 28.70—33.07 30.63—33.42

东海北部 17.48—22.04 12.15—20.95 27.09—33.44 31.27—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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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种类组成 

本航次中 , 捕获的主要大型水母包括 : 沙海蛰

(Nemopilema nomurai), 白色霞水母(Cyanea nozakii), 

洋须水母(Ulmaridae)及多管水母(Aequorea spp.)。在

所有调查的 103 个站位中, 有 29 个站位出现沙海蛰, 

占所有调查站位的 28.2%; 有 18 个站位出现霞水母, 

占所有调查站位的 17.5%; 有 19 个站位出现洋须水

母, 占所有调查站位的 18.4%; 有 52个站位出现多管

水母, 占所有调查站位的 50.5%。 

2.3  丰度、生物量分布 

本航次期间 , 沙海蛰在东海北部离岸海域出现

高密度区, 黄海南部海域沙海蛰生物量较低, 黄海中

部、北部海域未出现沙海蛰(图 2a)。沙海蛰生物量最

大值出现在站位(125.61°E, 30.50°N), 丰度和生物量

密度分别为 3429.20ind./km2、6422.16kg/km2; 生物量

最小值出现在站位(122.63°E, 32.538°N), 丰度和生物量

密度分别为 16.60ind./km2、0.60kg/km2。东海北部沙海

蛰丰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652.87±1101.715)ind./km2、

(997.17±1644.72)kg/km2, 黄海南部丰度和生物量均值分

别为(243.75±718.09)ind./km2、(106.32±249.87)kg/km2。 

白色霞水母在东海北部(30°—31.5°N)出现生物量

高值区, 站位出现频率较高; 黄海南部海域仅在最南端

两个站位发现白色霞水母; 黄海中部、北部海域未发现

白色霞水母(图 2b)。白色霞水母生物量最大值出现在站

位 (124.89°E, 30.00°N), 丰度和生物量密度分别为

14753.32ind./km2、7417.49kg/km2; 生物量最小值出现在

站位(122.753°E, 32.00°N), 丰度和生物量密度分别为

10.28ind./km2、5.99kg/km2。东海北部白色霞水母丰度

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 (896.90±2803.84)ind./km2 、

(442.05±1412.48)kg/km2, 黄海北部丰度和生物量均

值分别为(2.42±11.47)ind./km2、(1.96±9.68)kg/km2。 

洋须水母在黄海及东海北部集中出现在两部分海

域, 一是黄海南部、中部海域, 该海域站位生物量密度

较高; 二是黄海北部海域, 该海域洋须水母数量较少, 

生物量较低(图 2c)。洋须水母生物量最大值出现在站位

(123.50°E, 34.385°N), 丰度和生物量密度分别为

1375.99ind./km2、 449.94kg/km2; 最小值出现在站位

(123.83°E, 33.92°N), 丰度和生物量密度分别为

25.07ind./km2、8.62kg/km2。黄海南部海域分布比较集

中 , 洋须水母丰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 (98.10± 

275.99)ind./km2、(36.50±97.98)kg/km2; 中部海域洋须水

母丰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53.90±181.88)ind./km2、

(19.59±61.20)kg/km2; 黄海北部海域洋须水母丰度和生物

量均值分别为(5.27±10.16)ind./km2、(4.30±7.12)kg/km2。 

另外, 多管水母在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分布较为

广泛, 黄海中部近岸海域站位多管水母数量较多, 出现

丰度及生物量高值区; 其次是黄海南部及东海北部, 黄

海北部海域的生物量最低, 但该海域多管水母的站位

出现频率最高, 为 72.2%(图 2d)。多管水母生物量最大

值出现在站位(121.72°E, 35.57°N), 丰度和生物量密度

分别为 19651.65ind./km2、4901.42kg/km2;最小值出现在

站位(124.08°E, 36.00°N), 丰度和生物量密度分别为

7.80ind./km2、1.21kg/km2。东海北部多管水母丰度和生

物量均值分别为 (392.44±1784.46)ind./km2、 (107.78± 

510.88)kg/km2, 黄海南部丰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

(1030.93±3134.56)ind./km2 、 (158.06±459.28)kg/km2, 

黄海中部丰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 (2034.20± 

4439.131)ind./km2、(475.29±1139.11)kg/km2, 黄海北部

丰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717.54±1774.44)ind./km2、

(86.21±207.50)kg/km2。 

表 2  2019 年 5 月黄海及东海北部大型水母生物量 
Tab.2  Biomass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in May 2019 

 海域 沙海蛰 白色霞水母 洋须水母 多管水母 总计 

东海北部 997.17 442.05 - 107.78 1547.00 

黄海南部 106.32 1.96 36.50 158.06 302.84 

黄海中部 - - 19.59 475.29 494.88 

平均生物量密度
(kg/km2) 

黄海北部 - - 4.30 86.21 90.51 

 
2.4  伞径大小分布 

沙海蛰个体伞径最大值为 88cm, 出现在站位

(124.09°E, 32.5°N); 最小值为 3cm, 出现在站位

(122.90°E, 32.5°N), 平均值为(24.85±14.36)cm(图

3a)。东海北部的沙海蛰个体, 伞径介于 13—78cm之

间, 均值为(32.70±11.07)cm; 黄海南部海域个体, 伞

径介于 3—88cm 之间, 均值为(16.40±12.61)cm (图

4a)。整个调查海域, 沙海蛰个体伞径分布不均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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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9年 5月黄海及东海北部大型水母生物量分布 
Fig.2  Distributions of biomass (kg/km2)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YS) and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ECS) in May, 2019  
注: a. 沙海蛰; b. 白色霞水母; c. 洋须水母; d. 多管水母 

 
黄 海 南 部 长 江 口 外 侧 海 域 (122.58°—124.09°E, 

32.5°—33°N), 采集到大量伞径小于 10cm 的水母幼

体。非参数 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H=127.059, df=1, 

P=0.000<0.01)显示 , 东海北部海域沙海蛰个体伞径

显著大于黄海南部海域。 

白色霞水母个体伞径最大值为 52cm, 出现在站

位(123.40°E, 30.02°N); 最小值为 6cm, 出现在站位

(123.40°—124.10°E, 30.02°—31.05°N), 平 均 值 为

(19.57±9.00)cm(图 3b)。东海北部的霞水母个体, 伞径

介于 6—52cm 之间, 均值为(19.38±9.00)cm; 黄海南

部白色霞水母个体较少 , 均值为 (25.6±7.40)cm (图

4b)。调查发现 , 在长江口附近海域出现伞径在

6—8cm 之间的幼体, 外海海域多出现伞径较大、较

为成熟的个体。非参数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

(H=3.298, df=1, P=0.068>0.05)显示, 东海北部与黄海

南部个体伞径之间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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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须水母个体伞径最大值为 28cm, 出现在站位

(124.26°E, 36.07°N); 最小值为 8cm, 出现在站位

(122.94°E, 34.50°N), 平均值为 (16.72±4.69)cm(图

3c)。黄海南部及中部海域, 洋须水母个体伞径介于

8—28cm 之间 , 均值为(16.23±4.52)cm; 黄海北部海

域个体伞径介于 14—26cm 之间 , 均值为 (21.44± 

4.03)cm (图 4c)。调查发现, 洋须水母个体伞径大小

在调查海域分布不均匀 , 在黄海南部与中部海域交

界处(123°E, 35°N)采集到少量伞径小于 10cm的洋须

水母个体。非参数 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H = 9.568, 

df = 1, P = 0.002<0.01)显示, 黄海北部海域洋须水母

个体显著大于黄海中部及南部海域个体。 

多管水母个体伞径最大值为 22cm, 出现在站位

(121.91°E, 35.5°N)和(123.75°E, 33.51°N); 最小值为

3cm, 出现在站位 (123.00°E, 36.93°N)和 (122.86°E, 

36.5°N), 平均值为(12.86±3.52)cm (图 3d)。东海北部

多管水母个体伞径介于 10—21cm 之间 , 均值为

(14.65±2.70)cm; 黄海南部个体伞径介于 8—22cm 之

间 , 均值为(13.29±3.10)cm; 黄海中部个体伞径介于

3—22cm 之间 , 均值为(12.84±3.82)cm; 黄海北部个

体伞径介于 4—17cm 之间 , 均值为 (11.62±3.21)cm 

(图 4d)。调查发现, 东海北部海域多管水母个体均为

大于 10cm 的较为成熟的个体, 伞径分布较为均匀; 

在山东半岛东部海域 (122.45—123.00°E, 36.491— 

37.43°N)以及站位(122.91°E, 38.5°N)发现伞径在 3— 

4cm 的个体。非参数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H = 

19.853, df = 3, P = 0.000<0.01)显示, 各海区伞径大小

差异显著。 

 

图 3  2019年 5月黄海及东海北部大型水母个体伞径大小百分比 
Fig.3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bell diameters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YS) and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ECS) in May 2019  
注: a. 沙海蛰; b. 白色霞水母; c. 洋须水母; d. 多管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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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年 5月黄海及东海北部大型水母平均伞径分布 
Fig.4  Distributions of bell diameters (cm)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YS) and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ECS) in May, 2019 
注: a. 沙海蛰; b. 白色霞水母; c. 洋须水母; d. 多管水母 

 
2.5  伞径与温度、盐度相关性 

为了讨论四种大型水母种群特征的影响因素 , 

对采集到的大型水母伞径信息与温度、盐度进行了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温度、盐度对大型水

母伞径影响显著。其中, 沙海蛰和多管水母与表层温

度、表层盐度及底层盐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白色霞水

母与表层温度及底层盐度呈现负相关关系 , 与表层

盐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洋须水母与底层温度、底层盐

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沙海蛰幼水母体出现在底层温度

范围为 13.42—16.43°C、底层盐度范围为 30.63— 

32.34 的黄东海交界海域, 东海北部高温、高盐海域

个体伞径较大; 白色霞水母幼水母体出现在底层温

度、底层盐度较高的近岸海域, 分布中心底温、底盐

范围分别为 19.61—20.95°C、33.92—34.33, 低温、低

盐的离岸海域个体伞径较大 ; 洋须水母幼水母体出

现在底层温度为 10.14—10.65°C, 底层盐度范围为

33.17—33.36 的黄海海域, 北部底温底盐更低海域个

体伞径较大 ; 多管水母幼水母体出现在底层温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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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山东半岛外侧海域 , 底温、底盐范围分别为

5.53—12.28°C、31.94—32.33, 南部高温、高盐海域

个体伞径较大。 

表 3  2019 年 5 月黄海及东海北部大型水母伞径与温度、

盐度相关性分析 
Tab.3  Correlation between bell diameter of large jellyfish and 

sea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during May 2019 

相关性分析 
水母种类 

表层温度 表层盐度 底层温度 底层盐度

沙海蛰 Nemopilema 
nomurai 

0.136* 0.411** 0.093 0.558**

白色霞水母 
Cyanea nozakii 

−0.258** 0.167* −0.113 −0.166*

洋须水母 Ulmaridae −0.035 −0.205 −0.503** −0.529**

多管水母  
Aequorea spp. 

0.232** 0.178** 0.065 0.230**

 

3  讨论 

3.1  种类组成与分布特征 

3.1.1  沙海蛰    根据本文调查结果, 该种仅在调

查海域南部出现 , 主要集中分布于黄海南部和东海

北部离岸海域。东海北部沙海蛰生物量较大, 在离岸

海 域 形 成 生 物 量 高 值 区 , 最 大 生 物 量 达 到

6422.16kg/km2, 个体伞径介于 13—78cm 之间, 均值

为 32.70cm。黄海南部海域沙海蛰生物量较低, 伞径

个体介于 3—88cm 之间, 均值为 16.40cm (图 2a, 图

4a)。调查过程中, 在长江口外侧、黄东海交界处海域

(122.58°—124.09°E, 32.50°—33.00°N)采集到较多

(n=25)伞径小于 10cm 的沙海蛰幼体, 最小个体伞径

为 3cm, 最早于 5 月下旬出现在站位 (123.00°E, 

33.03°N)。张芳(2008)在 2006年 6月中旬在对长江口

毗邻海域调查时发现 , 沙海蛰幼体主要分布在

122.00°—123.00°E、 32.50°—33.00°N, 伞径均值为

(10.0±4.4)cm; 2007 年 5 月初仅在在黄、东海交界处

(124°E, 33°N)发现沙海蛰幼体, 伞径长 5—10cm。左

涛等(2016)在 2015年 5月份对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调

查时发现 , 沙海蛰个体仅出现在东海北部海域以及

黄海南部(33°N 以南)的站位; 沙海蛰幼体主要分布

在 122.50°—124.00°E, 32.00°—32.50°N海域, 站位伞

径均值 10cm。对比发现, 沙海蛰幼体的伞径分布差

异很可能是长江口外侧海域沙海蛰发生源地及发生

时间的时空差异造成的。根据左涛等(2016)调查结果, 

2015 年 5 月份沙海蛰出现站位底层温度范围

10.82—17.68°C, 本航次调查结果显示, 2019 年 5 月

份沙海蛰出现站位底层温度范围为 10.07—18.56°C, 

幼水母体分布中心的底层温度 13.42—16.43°C。对于

沙海蛰而言 , 水温的变化是促使其横裂生殖的诱因

(Kawahara et al, 2006; Feng et al, 2015a), 在野外状态

下当自然海区温度上升到 10—18°C 时, 开始横裂生

殖( Feng et al, 2015a, 2015b)。因此不同年份温度的变

化是导致黄东海沙海蛰的首先出现水母体时间和地

点差异的重要原因。 

3.1.2  白色霞水母     根据本文结果, 该种主要分

布在调查海域南部, 主要分布在东海北部海域。在东

海北部海域(124.92°—125.79°E, 30.00°N)形成白色霞

水母生物量高值区, 伞径介于 6—52cm之间, 均值为

19.38cm; 黄海南部海域, 仅在最南端两个站位出现

数量较少的(n=5)白色霞水母 , 伞径介于 16—34cm, 

均值为 25.6cm(图 2b, 图 4b)。调查过程中, 在东海北

部近岸海域(123.45°—124.05°E, 29.98°—30.00°N)采

集到伞径介于 6—7cm的白色霞水母幼体(n=7), 最早

出现时间为 5月下旬。霞水母具有偏暖水高盐的生态

习性, 主要分布在 31°N 以南的暖水高盐水域, 最适

温度为 17—26°C(周永东等, 2004; 程家骅等, 2005; 

张芳, 2008; Zhang et al, 2012)。周永东等(2004)在

1999—2003年前对黄、东海调查时发现, 白色霞水母

最早于 4 月份出现在浙江近海海域, 5 月份开始迅速

向外扩散 , 逐渐遍布浙江中北部近岸海区 ; 张芳

(2008)在 2007年 5月对长江口毗邻海域进行调查时发

现, 白色霞水母出现在(123.50°E, 30.00°N)附近海域, 

伞径均值为 16.0cm; 左涛等(2016)在 2015 年 5 月对

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调查时发现 , 白色霞水母出现

于 31°N 以南东海北部近岸海域 , 生物量密度介于

80—300kg/km2, 未采集到伞径小于 20cm白色霞水母

个体; 而 2019 年 5 月份白色霞水母的分布范围更广, 

生物量也更高, 为 5.99—7417.49kg/km2。对比不同年

份白色霞水母在东海北部海域分布特点 , 发现该种

在东海北部最早出现的时间会有差异 , 最早出现的

海域变化不大 , 且是以浙江北部近海为中心; 对比

2015年与 2019年 5月份东海北部海域底层温度和盐

度的分布特征, 发现相同站位底层盐度变化不大, 相

同站位 2019年底层温度平均上升 1°C。因此, 作者推

测不同年份 , 白色霞水母首先出现水母体的时间会

有差异, 地点变化不大; 同时, 温度的上升很可能是

导致 2019年 5月白色霞水母生物量与 2015年同期相

比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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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洋须水母    根据本文调查结果, 该种主要

分布在黄海海域水深较深海域。黄海中部、南部海域

形成生物量高值区, 伞径介于 8—28cm之间, 均值为

16.24cm; 黄海北部海域采集到少量(n=10)的洋须水

母个体, 伞径介于 14—26cm 之间, 均值为 21.44cm 

(图 2c, 图 4c)。调查过程中, 在黄海南部与中部海域

交界处(123°E, 35°N)采集到少量伞径小于 10 cm的洋

须水母个体, 出现时间为 5月中下旬。根据 Zhang等

(2012)报道, 2007年 5月洋须水母是主要的优势种类, 

主要分布在黄海中部受黄海冷水团控制的海域 , 高

密度区底层温度和底层盐度范围为 9—10°C 和

33—34 之间; 左涛等(2016)在 2015 年 5 月对黄东海

海域进行调查时发现 , 洋须水母主要分布在黄海中

部海域, 最小个体伞径为 9cm, 伞径呈现沿纬度增加

的趋势 ; 在黄海北部海域采集到的少量伞径较大的

洋须水母个体。张芳(2008)指出, 在黄海冷水团存在

的时期, 洋须水母是其很好的指示种类, 洋须水母的

分布变化可作为黄海冷水团消长的标志。黄海冷水团

具有南北两个冷中心 , 北黄海冷团中心位置比较稳

定, 位于北黄海中部偏西海域; 南黄海冷团中心位置

变化较大, 大致位于 124°E以西、35.50°—36.45°N海

域(翁学传等, 1989)。根据洋须水母伞径分布调查结

果, 结合黄海冷水团分布特征, 作者推测, 在黄海中

部及北部海域中心分别存在两个洋须水母种群源头, 

并且受温度的影响 , 北部海域洋须水母水母体出现

时间更早。对比 2015年与 2019年 5月洋须水母在黄

海及东海北部分布特征 , 黄海中部及北部海域站位

分布基本相似, 2019年生物量更低; 2019年黄海南部

海域洋须水母分布站位明显增加, 生物量更高。由于

天气以及海况原因 , 本航次对黄海南部深水海域调

查时间为 6月上旬, 此时黄海中部冷水团尚处于成长

阶段, 作者认为, 洋须水母在黄海南部海域分布的差

异很可能是由于本航次调查时间的滞后造成的。 

3.1.4  多管水母    根据本文调查结果, 该种为调

查海域数量的第一优势种类(其丰度占大型水母总丰

度的 70%), 在整个调查海区均有分布, 站位出现频

率为 50.5%。黄海中部海域(35.5°N)近岸海域出现生

物量高值区, 站位丰度值在 10000ind./km2 以上, 平

均生物量为 4264.66kg/km2, 站位伞径均值为 15cm 

(图 2d, 图 4d)。调查过程中, 在山东半岛东部近岸海

域(122.43°—123.00°E, 36.50°—36.97°N)采集到伞径

小于 5cm的多管水母幼体, 出现时间为 5月中旬。周

永东等(2004)在 2000年 5月对黄东海进行调查时发现, 

在 125°E、32°N 附近海域出现伞径 7—10cm 的多管

水母个体。王彦涛等(2012)在 2011年 4月对黄东海大

面调查时发现 , 墨绿多管水母仅在调查海域南部出

现, 伞径与温度、盐度呈正相关关系, 最高丰度出现

在长江口冲淡水外侧东海北部区域; 并提出, 墨绿多

管水母来源于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张芳(2008)在 2007

年 5月份对黄海海域进行调查时发现, 山东半岛南岸

站位多管水母生物量达到 8262kg/km2。左涛等(2016)

在 2015 年对黄东海调查时发现, 多管水母主要分布

在两处海域。在黄海中部山东半岛南岸 (121.5°E, 

35.5°N)海域出现生物量大于 20000kg/km2 的极高密

度区, 伞径介于 3—12cm, 站位平均伞径最小值出现

在黄海中部话语 ; 东海北部外海海域站位分布比较

密集, 个体伞径介于 6—18cm, 未出现黄海中部的极

高密度区。本航次, 5月份从东海北部到黄海北部, 随

着温度的降低 , 多管水母的平均伞径逐渐降低 ,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 多管水母的伞径与表

层温度及盐度均显示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这与前

文报道结果相符; 本文未对多管水母种进行区分, 多

管水母幼体仅在调查海域北部出现, 作者推测, 黄海

及东海北部海域存在多个多管水母源地 , 并且南部

海域多管水母水母体出现时间早于北部海域; 相比

于 2007年和 2015年, 2019年多管水母的数量较少。 

3.2  2019年和 2015年不同海域生物量的年间差异 

本航次各大型水母种类的生物量密度地理分布特

征为: 东海北部主要是沙海蛰、白色霞水母和多管水

母; 黄海南部四种大型水母均有分布; 黄海中部和北

部主要是洋须水母和多管水母。其中, 东海北部海域

大型水母的生物量最高, 平均值为 1547.00kg/km2, 以

沙海蛰和白色霞水母贡献最多, 在离岸海域形成高密

度区; 黄海中部海域大型水母的生物量次之, 平均值

为 494.88kg/km2, 主要是多管水母, 在山东半岛南部

海域形成密度高值区; 黄海南部大型水母生物量较低, 

平均值为 302.84kg/km2, 主要由多管水母、沙海蛰和

洋须水母贡献; 黄海北部海域大型水母生物量最低, 

平均值为 90.51kg/km2, 主要是多管水母(表 2)。与 2015

年同期相比(表 4), 东海北部海域沙海蛰生物量从

44.04kg/km2上升到 997.17kg/km2, 白色霞水母和多管

水母生物量出现小幅增加, 海域整体生物量增加明显; 

黄海南部出现少量白色霞水母, 生物量较低, 沙海蛰、

洋须水母和多管水母生物量均有所增加, 海域整体生

物量增加; 黄海中部洋须水母和多管水母均有所减少, 

海域整体生物量降低明显; 黄海北部出现少量多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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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5 年 5 月黄海及东海北部大型水母生物量 
Tab.4  Biomass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in May 2015 

 海域 沙海蛰 白色霞水母 洋须水母 多管水母 总计 

东海北部 22.02 24.94 - 19.47 66.43 

黄海南部 0.29 - 0.79 1.52 2.60 

黄海中部 - - 266.11 1101.03 1367.14 

平均生物量密度
(kg/km2) 

黄海北部 - - 17.33 - 17.33 

 
母, 洋须水母的生物量有所减少, 海域整体生物量增

加。对比整个调查海域, 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大型水

母生物量增加, 生物量高值区由黄海中部变为东海北

部, 生物量密度优势种从多管水母变为沙海蛰。 

4  结论 

本航次采集到的大型水母主要包括沙海蛰、白色

霞水母、洋须水母和多管水母四种, 其中, 以沙海蛰

生物量最高, 多管水母数量最多。5 月份, 沙海蛰和

白色霞水母主要分布在调查海域南部 , 东海北部离

岸海域为生物量高值区, 个体伞径较大; 洋须水母主

要分布于黄海深海海域; 多管水母分布范围较广, 山

东半岛东部为生物量高值区, 北部海域个体较小。对

比 2015 年同期调查发现, 沙海蛰和白色霞水母在调

查海域南部生物量增加明显 , 洋须水母和多管水母

整体生物量有所降低。整体来说, 2019年 5月份黄海

及东海北部大型水母生物量分布对比 2015 年同期有

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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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BIOMASS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IN MAY 2019 

GUO Dong-Jie 1, 2, 3, 4,  ZHANG Fang1, 2, 3, 4,  WANG Peng-Peng1, 2, 3, 4,  WU Qiang5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2.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ilot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Qingdao 26607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Center for 

Ocean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5. Key Laboratory for Fishery 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opulation resource, a comprehensive fishery survey wa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aboard the 

R/V Beidou in May 2019. Jellyfish were sampled using a bottom trawl in 103 stations. N. nomurai was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urveyed area showing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iameters in the sampling areas. The biomass of N. 

nomurai peaked in the east of the northern ECS (6422.16kg/km2). C. nozakii appeared in the northern ECS, the peak 

biomass occurred in the east of the northern ECS (7417.49kg/km2). Ulmaridae was limited mainly in deep waters in the 

Yellow Sea (YS), and the bell diameter in the northern part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southern part. Compared to 

other species, the biomass was lower, and the peak occurr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of the YS (449.94kg/km2). 

Aequorea spp. was the most abundant species in the YS and ECS, smaller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and the peak biomass occurre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central YS (4901.42kg/km2). For the entire surveyed area, the 

overall biomass of large jellyfish has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in 2015. This paper provides a data basis for 

studying the population resource in 2019 and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S and ECS. 

Key words    jellyfish bloom;  biomass;  bell diameter;  spatial distribution 

 


